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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行，成
为与土地改革法、工会法相并列的国家大法。《婚姻
法》的精神，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城市，一直被理解成
婚恋自由。比如，东北妇女编委会编的出版信息不
详的《爱情》，作为宣传《婚姻法》的内部工作手册，
讲了 18 个婚姻问题故事，其中就有 5 个故事的标题
包含了“自由”: 《我争取到了自由结婚》《小兔和大
荣的自由婚》《吕堆花争得了婚姻自由》《又得到自
由了》《婚姻法给了我自由》。这些故事的内文表
述，也不断强调恋爱自由。基本上，1950 年的《婚姻
法》在文本意义上是扑面的“自由”。

1955 年，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办法》，进一步
规定了结婚、离婚事项，法规强化的是婚姻自主的概
念，但社会语境的实践，“自由”依然是关键词。随
后，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扩大会议
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
争鸣”;同年 5 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详细阐释了“双
百”方针的内涵，“自由”再次成为年度词汇，尤其是
文艺领域出现各种头文字“自”，像上海电影制片厂
就开始试行“三自一中心”制度: 自选题材、自由组
合、自负盈亏，并以导演为中心。在这样的“自由”
氛围里，当时文艺作品在婚恋表述上，“自由”几乎

成为绝对律令。
不过，丛小平老师在《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

法律与女性身份( 1940－1960 ) 》中，对“自由”和“自
主”的区分，才真正触及了婚姻法的核心。书中对
“自主”的追溯有两点很关键。其一，严复所谓，身
贵自由，国贵自主。其二，“自主”一词自晚清和 20
世纪头十年短暂出现后，重新出现在政治语境中，是

毛泽东在讨论抗战时主张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

必须具有独立自主性。毛泽东对“自主”一词的使
用，承继了晚清以来把“自主”与国家主权事务相连
接的思路。
这个视野重新打开了我们理解新中国电影的可

能性，尤其是丛老师对“自由”和“自主”的辨析，对
于考察社会主义喜剧特别有价值。比如，20 世纪 50
年代，以城市为背景的爱情喜剧的故事展开经常是

选择项构造。这从当时的电影片名也可以看出，充
满“多情”( 《如此多情》，1956) 、“寻爱”( 《寻爱记》，
1957) 类词汇;电影海报经常是“一女两男”或“一女
多男”组合，电影普遍强调价值观相通下的恋爱自
由，故事线索和美学追求亦显影为“来去自由”风
格。在这些都市爱情片中，女性是选择人，男性是被
选择项，看上去有点都会女性主义的调门，但和好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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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同期的爱情电影语法非常类似，情感套路也强调

戏剧性，程式上脱不开通俗剧公式。
以 1957 年的三部城市爱情电影为例。《幸福》

《球场风波》和《乘风破浪》中，三位女主———胡淑
芬、林瑞娟和梁璎在择偶过程中都拥有不同类型的
两个男性选择项。三位女主都人美心善三观正; 三
位男一号———刘传豪、赵辉和马骏也完全是女一号
的“同类项”。理论上，既然男女主在价值观上完全
一致，那男二就不可能有戏，但三部电影中，影像的

戏剧性主要压在男二身上。女主和男主一起时，穿
的是体现他们共同价值观的工装，但女主和男二在

一起时，两人都有穿时装的机会。这些更摩登的场
景也更成为城市电影的噱头，甚至思想自由散漫的

男二角色，暗地里成为当年的时尚达人，虽然他们在

意识形态层面是被批判的角色，他们也绝不可能成

为男一号的竞争者，但他们的存在既构成爱情的一

个差异项，一个在社会主义婚恋观中需要被去掉的

项目，一个用来理解恋爱“自由”的反例，同时更重
要的是，男二引入了通俗剧线索，电影也因此有了一

波三折的看头和噱头。《幸福》中，男二由著名演员
韩非扮演，他对工作不上心，吊儿郎当穿着花哨，匹

配他喜欢去的跳舞厅、咖啡馆和溜冰场，形象上直接
承接 1947 年他在《太太岁月》中的角色。《乘风破
浪》中的男二也是，甜蜜、英俊，把爱情看得高于一
切。这些形象，对于看着老电影进入新中国的观众，
不是完全没有亲和力的，编导虽然在社会主义伦理

和道德上否定他们，但又让他们占尽影像份额。而
从电影史看，这些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否定掉的“自
由散漫”男二，在 80 年代能以“自由”的名义重返银
幕成为绝对男主。就婚姻题材电影而言，跟城市电
影中对《婚姻法》的宣传，无论是台词还是美学表现
上都笼统地传达为恋爱自由，对“自由”和“自主”缺
少辨析有很大关联。相关文艺的“自由”表达也可
以参看 1956 年出版的一本青年通俗读物《真正的爱
情》，书中提出，真正的爱情不是商品，自由恋爱也需
要固定在一个人身上。书中也提到“自主”，但对
“自由”、“自主”和国家、家国的关联没有主动思考。
就像电影中，男二接近女主，是“恋爱自由”，女主选
择男一，虽然强调价值观相同，但也是“恋爱自由”，

电影最后经常终结在男女主走在一起，画风也常是

青春男女心意相通再出发，爱情的语义场相对狭窄。
《球场风波》中最抒情的段落，就是男女主终于步履
完全一致地走在夜空下。
相比之下，以农村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从电影片

名和电影宣传画都可以看出，属于“天仙配”结构，

实现的是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翻新。女主从媒妁之
言、父母指派的命运中挣脱出来，以自主的模式重新
开启人生，包括古装剧《天仙配》( 1956) 、《追鱼》
( 1960) ，都是此类情感逻辑的展开。这种自主结构
是中国的，在这种自主结构里，如何解决乡村社会共

同体的目光，安妥父母之命和自我情感需求，构成了

社会主义电影的核心。
20 世纪 50 年代，涉及在乡村普及《婚姻法》的
电影不少，像《儿女亲事》( 1950) 、《赵小兰》
( 1953) 、《妈妈要我出嫁》( 1956 ) ，基本是刘巧儿故
事的翻拍，《两家春》( 1951) 、《花好月圆》( 1958 ) 是
刘巧儿的变奏。《儿女亲事》为《婚姻法》量身定制，
这是一部被忽视和低估的电影。女主角色尤其重
要，秉具清贫年代的干净、晴朗和明亮，也在美学上
重申了婚恋自主带来的家国新气象。
《儿女亲事》比刘巧儿的故事更具有普遍性。
讲的是，土改后的东枣庄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王

春贵，女的叫李秀兰，他们都是生产互助组的劳动模

范，两人相恋了。村里旧脑筋的人对两人的自由恋
爱看不惯，认为伤风败俗。秀兰爹李老川也反对女
儿自由恋爱，便将女儿许配给了西枣庄赵老蛮的侄

子赵大奎。李老川、赵老蛮去了村政府代秀兰和大
奎办结婚登记。秀兰找到村妇女主任想办法。妇女
主任找到秀兰妈，把曾发生在娘家村里的一件包办

婚姻的惨事告诉了秀兰妈。秀兰妈听了马上叫秀兰
和春贵到村政府去。但村长并不理解新《婚姻法》，
反而给李老川开了介绍信，让他到区政府去领结婚

证。李老川、赵老蛮和赵大奎来到区上，区长没看到
女方本人，不给登记，并向李老川赵老蛮做了解释工

作。最后，秀兰和春贵的自主婚姻被区上批准，但顽
固的李老川还是与女儿脱离了父女关系，也不去参

加女儿的新式婚礼。《婚姻法》落地，村里的“旧脑
筋”纷纷转变。麦子收割季节，恰逢天要下大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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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和春贵带着互助组跑来帮助缺少人手的李老川抢

收麦子。李老川回心转意，诚心诚意地承认了秀兰
和春贵的婚姻。
《儿女亲事》把宣传《婚姻法》的基本面、主要桥
段和解决方案全部呈现了出来。之后宣传婚姻法的
电影，大体没有溢出这个结构和版图。男女主人公
周边，总有三条人际线。
第一条是妈妈、姐姐和妇女主任这条女性人际

线。妈妈反对自由恋爱，但心疼女儿，很容易被妇女
主任的宣传婚姻法的故事打动。姐姐作为女主的对
比项存在，如果妈妈不觉悟，女主就可能重蹈姐姐的

覆辙。妈妈因此总是很快能被妇女主任说服。妇女
主任作为党代表和“社会母亲”的角色，是国家和普
通女性之间的桥梁，也是两代女性之间的传话人，女

主遇到婚姻不能自主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求助妇

女主任，妇女主任也常常会主动提供情和理的帮助，

比如《两家春》里王人美扮演的妇女主任巧灵，她既
帮助嫁给九岁丈夫的成年女主坠儿和坠儿的婆婆

“翻心”，成功地让坠儿和小丈夫小勇离了婚，也带
领整个村庄女性理解《婚姻法》的真实含义。因此，
存在于宣传婚姻法电影中的“妇女主任”，都会借女
主的命运，把“自主”这个概念推广和扩大到所有年
龄层的女性。

第二条线围绕父亲展开。普法电影中的父亲，
常作为更落后的形象出现，也因为这个缘故，乡村女

性角色似乎行使了更激进、更革命的角色，中国妇女
的银幕形象也似乎比男性更进步，就像李双双和喜

旺的关系。不过，重新打开《儿女亲事》这些电影，
会看到父亲的顽固也有来路。比如，《儿女亲事》中
的李老川，他看不惯女儿的新式爱情，主要是因为村

里人对女儿的指指点点，所以急着给女儿结了门亲。
同时，从影片表现可以看到，父亲无论是最初的生气

还是最后的消气，从对女儿男友的否定到对女婿的

肯定，父亲的精神状态和拐弯都和土地息息相关。

这也和《李双双》一样，喜旺每一次与双双吵架，到
和好，都是在土地那里获得抚慰或嘉奖。
换言之，这些宣传《婚姻法》影片中的落后父

亲，因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其落后面貌获得了情感

性调整，以及美学上的支援。作为地之子的父亲，因

为沉默又坚毅的劳动，他们的“落后”被“泥土性”取
代。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些站立在庄稼中的父亲
们，总是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婚姻法》电影中普法
和合作社互助组这两条线索之间的交集人物。
合作社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关键词。当时几乎

所有的乡村《婚姻法》宣传电影，最后都以互助组的
实现为终点。一方面，互助组、合作社、集体劳动是
50 年代的政策宣传落点; 另一方面，《婚姻法》的乡
村展开，其情感结构也类似于合作社，一次好的婚姻

不仅带来男女方家庭的情感合作，还有劳动合作。
所以，在这些电影结尾，父辈常常不仅在儿女婚姻自

主问题上豁然开朗，而且在互助组议题上也经脉打

通。《儿女亲事》《两家春》《花好月圆》等同时期电
影都是如此。
这种父亲形象可以类比几乎是同时期的奥涅

尔戏剧中的父亲。比如《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父亲
卡博特，他一边对子女冷酷无情，一边对土地情深

意重。这种把土地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男人，在西方
戏剧里，被儿女们对自由的向往所毁灭。但在中国，
他们被互助、集体这些命题所拯救。婚姻自主的年
轻男女，并没有像西方同龄人一样，以毁灭自己和上

一代的方式结束代际冲突;相反，他们重新回到父辈

们劳动的田头，用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劳动，加持了
父母的田间劳作。根据赵树理小说改编的《花好月
圆》，年轻人用集体化道理提升父辈身心。《妈妈要
我出嫁》的结尾也是如此，年轻人用自己的集体化劳
动，帮助了自主婚姻的明华和玉春，也改变了父辈，

完成了彼此的融入。《儿女亲家》最后一场戏，秀兰
父母焦急地收割着麦子，但是乌云压过来，此时，女

儿女婿的年轻人车队开过来，帮忙完成了收割。《两
家春》也是如此，女主坠儿的父亲因为小勇父亲有恩
于他们，强行把女儿嫁给了小丈夫，也不愿意女儿离

婚，怕落个不义，但在大家的帮助下，看到了互助组

的未来也能惠及劳力不足的小勇家。电影最后便以
双赢的方式结束，坠儿和小勇离婚，和自由恋爱的大

康在一起，坠儿和大康继续帮助小勇家，妇女主任巧

灵也帮助小勇妈加入了互助组。
父亲是土地般的存在，所有的宣传《婚姻法》电

影也都不会抛弃父亲，这是中国的价值观，也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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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价值观。父亲母亲对《婚姻法》的接纳，也是
“花好月圆”的基本要义，所以，“自主”本身包含了
家国思路。这个思路看上去传统，但是，用贺桂梅的
说法，却是“中国气派”。所以，回头重新思考那些
年的“落后分子”，包括喜旺，包括秀兰爹、坠儿爹这
些人，我们需要更谨慎，既要看到他们的落后，也要

看到他们的土地属性。这种属性中包含的中国性，应
该也是一个更大的意识形态舞台上的“自主”的题中
之义。用孙晓忠的表达，既是语词共同体的完成，也
是文艺民族风格的建构。所以，乡村婚恋故事的结
尾，最后一定是整个村庄的觉悟提升和伦理疏通。
第三条线是“第三个人”。在普及《婚姻法》电

影中，始终必须存在一个被父母或媒妁操纵的第三

个人，他们是不受男女主欢迎的人，是嵌入新式爱情

中的旧制人物。在《两家亲》里，是小丈夫小勇; 在
《儿女亲事》中，是西枣庄赵老蛮的侄子赵大奎。但
这些人物不再像旧社会的财主或财主儿子，他们也

是被戏剧拨弄的第三个人，而且具有新社会整体气

氛里的萌感和无奈。《两家春》里，原本情投意合的
坠儿和大康，在坠儿嫁了小丈夫后，再次相遇。大康
问坠儿:“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坠儿哀怨: “已经晚
了。”这时，坐在他们中间的小勇却兴致勃勃说道:
“太阳还没有到正中，谁说晚呢。”《儿女亲事》中的
赵大奎也是，虽然被叔叔赵老蛮逼着去了村公所，但

完全没有拆散春贵和秀兰的愿望。因此，他们的婚
姻没有实现，他们自己也不会感到难过，也没人替他

们难过。这是人人皆大欢喜的原理。没有人在社会
主义的爱情里黯然神伤，社会主义爱情不允许伤

心人。
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国爱情语法的背景板是集

体、是公共。引发村民围观、风言风语的是公共性;
让父亲觉得丢脸的，也是这个公共性。最后，也必须

是这个集体重新接纳这种爱情，父母才能接纳。这
种模式直接废除了“鸳鸯蝴蝶”或者好莱坞的情感
模式，也开出了新的爱情视野和平台。社会主义爱
情要顾及每个人的感受，必须把所有人囊括进来得

到提升。就像《赵小兰》里，赵小兰和周永刚的爱
情，既要改变父亲母亲，也要惠及自己的姐姐秀兰，

因媒妁嫁人饱受夫家虐待的秀兰，在小兰的斗争中，

也自己觉悟离了婚。由此，社会主义时期的爱情不
再是独属于个人的心灵事务，而有了推己及人的可

能性。这种爱情事务也大大改变了整个村子的生
态。也是在这个婚姻自主生态里，第三者作为普通
群众的一员，既有从群众来的路径，又有回群众中去

的路径。
这是自主的结构，自主的美学。或者说，社会主

义的“花好月圆”，必须包容所有的人。乡村民间公
共场所也是乡村美学场所，既需要伦理的提升，也不

能全盘否定。传统乡村伦理和家长伦理，也需要被
体认，因为它们本身包含了比青春男女的爱情更大

的文化逻辑和情感逻辑。中国经验的本土化表达相
对缺少以父母长辈为主要视角的文本，长期以来都

是青春期疆场。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源头上进行检
讨，甚至在美学上向普通群众、长辈父兄包括落后分
子伸出援手。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宣传《婚姻法》
的电影，是特别有价值的文本，不仅这些电影的内部

叙事可以席卷所有人群，而且，以乡村男女的婚恋故

事构成的时代语义场，别具中国能量和中国方法。
“儿女亲家”的故事，所包孕的儿、女、亲、家，四重关
系，环环相扣，既能展示中国问题和解决之道，还特

别能体现我们今天议题的展开，也即，妇女的自主必

须和国家的自主形成一种同构关系，这样才能带动

妇女、家庭、国家的联动性变革，才能让“自主”这个
词具有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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